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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在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的视角下探讨了家庭收入和家庭资产
对城乡居民地位认同的影响。 研究发现，首先，收入和资产对地位认同具有
显著的正效应；其次，收入和资产在居住社区中的相对位置（即相对收入和
相对资产）对地位认同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该效应仅存在于农村社区；最
后，在不平等程度越高的社区，收入和资产对地位认同的正效应越小，但该规
律也仅存在于农村社区。 本文据此提出了“地位认同的社会情境性”命题，
指出地位认同的建构附着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 与城市社区不同，农村社区
人际关系紧密、心理边界清晰，其中的社区成员是有效的参考群体，可以通过
相对地位机制影响地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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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社会学家往往对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现象有独特的看法。 德

国社会理论家贝克曾提出了“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命题。 该命题认

为，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在风险社会中日渐消失，历史上对人们产生制

约作用的社会阶级正逐渐与个体生活分道扬镳。 在人们不得不使自己

成为生活规划和行为中心的个体化时代，收入、阶层位置等客观阶级结

构特征不再与个体的意识、生活方式或者政治态度相勾连。 即便处于

相同的客观社会位置，个体的行动和态度也是自我建构的结果，不存在

普遍和统一的模式（Ｂｅｃｋｅｒ，２００７；贝克，２００４）。 类似地，社会分层理论

家帕库斯基和沃特斯提出的“阶级死亡”命题认为，在过去的阶级社会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ｃｌａｓ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中，人们的社会意识、身份认同乃至社会行动

都受到阶级身份的决定性影响，而在当前以及未来的地位社会（ｓｔａｔｕ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中，任何个体的主观态度和行为都很难被某种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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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所确定，呈现出碎片化倾向（Ｐａｋｕｌｓｋｉ ＆ Ｗａｔｅｒｓ，１９９６）。 在后现代

社会学家看来，社会分层结构对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影响力正在逐渐

消解。
国内学者也提出了与上述社会学家类似的观点。 李强（２０１９）提

出了利益群体碎片化的观点，认为改革以后我国社会的群体模式由巨

大的阶级阶层阵营逐渐向碎片化群体变迁，同一阶级阶层内部存在着

多元化与碎片化的利益群体和诉求，使得社会的多重利益交织在一起。
李培林（２００５）提出了主观态度碎片化，认为社会态度和行为并不取决

于所谓的阶级阶层地位，或者说社会意识已经与阶级阶层结构脱节。
然而，我们对“碎片化论”仍需保持审慎的态度。 最近几十年，很多国

家的收入不平等都呈现扩大趋势，即便是不平等程度曾经较低的北欧

国家，贫富差距问题也日益显现（ＯＥＣＤ，２０１１）。 得益于经济的持续高

速增长，我国民众的收入和财富水平在过去四十年间普遍提高，但是收

入和财富差距亦随之扩大，基尼系数维持在较高水平（Ｘｉｅ ＆ Ｚｈｏｕ，
２０１４）。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当代社会仍维持着以阶级阶层为基础的

不平等，阶级阶层仍是影响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关键因素。 在此背

景下，人们的社会态度、行为取向究竟像贝克、帕库斯基以及“碎片化

论”预言的那样已经与客观阶层结构相分离，还是依然存在密切关联，
值得进一步探讨。

本文主要探讨客观阶层结构与城乡居民地位认同之间的关系。 在

学术意义上，该议题可以验证“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命题、“阶级死

亡”命题以及“碎片化论”在我国是否具有经验基础，回答客观阶层地

位能否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等理论问题。 在现实意义上，该议题可以

帮助我们了解客观阶层结构与主观世界之间的关联机制，理解个体的

社会态度或行动取向如何受到群体或社会的形塑。 更重要的是，地位

认同作为一项主观分层指标，能够直接获取民众真实、具体的感受和价

值判断，并且能够在客观结构位置与社会选择、行为模式之间架起桥

梁，从而能够更好地与一系列社会后果性议题相关联（秦广强，２０１６）。
接下来，笔者将以地位认同为研究主题，重点考察收入和资产这两类代

表客观地位的核心指标是否以及如何产生影响，以期展示当代社会的

阶层结构对建构社会地位认知的作用，从而勾勒出转型社会民众主观

世界的复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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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位认同研究综述

地位认同（ｓｔａｔｕ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是个体对其自身在社会地位结构中

所处位置的主观感知（Ｊａｃｋｍａｎ ＆ Ｊａｃｋｍａｎ，１９７３）。 学界认为，地位认

同是阶级意识发展的最初阶段，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研究是地位认同研

究的理论源头。 当代地位认同研究并没有像马克思及其后来的继承者

卢卡奇、汤普森那样以宏观的视角来讨论集体层面的阶级意识，而是在

微观层面探讨了个体地位认同的影响因素、地位认同的诸后果等议题。
本节阐述微观视角下的地位认同研究，主要回顾国内外关于地位认同

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视角和经验研究。

（一）绝对地位视角

尽管贝克的“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命题否定了后现代社会中客

观阶层结构对个体行动和态度的影响，但是这些结构性因素在地位认

同研究传统中却有着深厚的根基。 沿着马克思和涂尔干的分层理论传

统，研究者认为生活境遇、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均会影响个体的地位认

同，或者说地位认同是人们客观阶层位置在主观层面的映射。 国内外

经验研究普遍发现，教育、收入和职业等表征个体在客观阶层结构中绝

对位置的指标是地位认同重要且稳健的影响因素（李飞，２０１３；张翼，
２０１１；刘精明、李路路，２００５； Ｈｏｕｔ，２００８； Ｊａｃｋｍａｎ ＆ Ｊａｃｋｍａｎ，１９７３；
Ｈｏｄｇｅ ＆ Ｔｒｅｉｍａｎ，１９６８）。 国内研究还发现，诸如单位、户籍等具有中

国特色的分层指标对地位认同也有显著影响（翁定军、何丽，２００７；边
燕杰、卢汉龙，２００２）。 不过，最近有研究发现这些绝对地位指标与地

位认同之间的关联强度并不大，而且其效应在近十年间不断降低

（Ｃｈｅｎ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２０１７；陈云松、范晓光，２０１６；李培林，２００５）。 其中一

个可能的解释是———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命
题、“阶级死亡”命题以及“碎片化论”所言———客观阶层地位对社会生

活的影响力日益弱化，人们不再根据客观地位确定自己的阶层归属。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社会成员在教育、收入等传统分层维度方面的分

化正在被新的分层维度所替代。 最近有不少研究发现，消费水平和方

式（田丰，２０１１）、文化资本（肖日葵、仇立平，２０１６）、住房面积、住房数

量和产权状况（张海东、杨城晨，２０１７；张文宏、刘琳，２０１３）等指标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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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地位认同会产生显著影响。 总体而言，表征客观阶层位置的各种

指标一直是形塑地位认同的重要力量之一。
随着一些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开展，有研究者开始比较不同国家

的国内生产总值、收入不平等状况、失业率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等指标

对地位认同的影响。 研究发现，这些指标不仅直接影响地位认同，而且

会调节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地位认同的效应。 例如，在不平等程

度（如收入基尼系数）越高的国家，个体收入对地位认同的效应越强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 ＆ Ｓａａｒ，２０１４；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 Ｃｕｒｔｉｓ，２０１２； Ｅｖａｎｓ ＆ Ｋｅｌｌｅｙ，
２００４）。 这是因为国家层面的收入差距会影响人们对自身地位的判断

和感知：在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不同收入群体对自身地位的主观判断

较为接近，地位认同的变异程度较小；在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高收入

者和低收入者的边界较为清晰，地位认同的变异程度较大，从而增强了

收入对地位认同的效应。

（二）相对地位视角

相对地位视角认为，地位认同是个体与过去生活或者日常生活中

的参考群体进行社会比较时的主观建构。 桑托斯从心理学角度定义了

地位认同（Ｃｅｎｔｅｒｓ，１９４９：２７），他认为，地位认同是自我（ ｅｇｏ）的一部

分，是个体对某类阶层群体的认同和归属感。 探索地位认同就要分析

个体是如何建构自我和社会认知的。 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认为社会

比较（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是认知形成过程

的重要环节（Ｆｅｓｔｉｎｇｅｒ，１９５４）。 西方研究者由此发展出理解地位认同

的参考群体命题。 该命题假定：（１）人们通过与参考群体进行社会比

较来建立自我和社会认知；（２）参考群体具有同质性，即人们倾向于和

相似的人进行社会比较。 参考群体命题被广泛用于解释地位认同的

“趋中现象”：正因为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对象具有同质性，所以大多

数人都会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间位置。 这种“趋中现象”在不同阶层

群体以及不同国家都普遍存在（Ｅｖａｎｓ ＆ Ｋｅｌｌｅｙ，２００４）。 国内研究者则

发展出了理解地位认同的相对剥夺命题（刘欣，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该命题

认为，当人们通过与自己所处社会环境中的其他成员相比较并发现自

己正在沦入“相对剥夺地位”时，更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分层的。 在经验

研究中，相对剥夺的操作化指标既包括“近年来生活状况的变化” “个
体的社会流动感知”等与过去生活的比较，也包括“对社会公平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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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等与周围群体的比较（陈云松、范晓光，２０１６；李飞，２０１３；翁定

军，２０１０；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 课题组，
２００４）。 这些研究发现，当个体与过去相比境况变得更差或者与别人

相比处于劣势时，就陷入相对剥夺地位，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处于较低的

社会位置。 如果说绝对地位视角强调地位认同是基于客观阶层结构的

全局（ｇｌｏｂａｌ）社会比较的结果，那么相对地位视角（包括参考群体命题

或相对剥夺命题） 则认为地位认同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局部

（ｌｏｃａｌ）社会比较的结果，更强调个体在人际网络中相对位置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一）绝对地位视角与地位认同

过去的研究对表征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各种指标都进行了探

索，如传统的收入、职业、教育以及当代的消费、住房和文化资本等，但
很少有国内研究讨论资产对地位认同的影响。 事实上，早在 ２０ 世纪

初，韦伯就把资产作为阶级划分的重要指标之一。 他笔下的“财产阶

级”（Ｂｅｓｉｔｚｋｌａｓｓｅｎ）就是根据财产状况来定义的：通过占有财产而获得

财产性收入的群体在财产阶级分类框架中处于享有特权的支配地位

（韦伯，１９９７：３３３ － ３３５）。 在当代社会，资产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更加

明显。 皮凯蒂在《２１ 世纪资本论》中提出，资本（包括工业资产、金融

资产和房地产）导致的不平等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 资本规模

越大，其收益率就越高，因此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比劳动收入

的分配存在更明显的两极化倾向。 在新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这种贫富

悬殊或许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加剧（皮凯蒂，２０１４：２４８、４４４）。 经

济学研究表明，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我国资产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变化情

况印证了皮凯蒂的结论（Ｌｉ ＆ Ｗａｎ，２０１５）。 如果绝对地位视角的基本

前提无误，考虑到一些经济学研究已经发现资产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

影响（李江一等，２０１５；刘宏等，２０１３），那么有理由相信，作为当代社会

不平等重要表征的资产亦会对地位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其效应可

能超过收入等传统指标。 西方研究已发现，资产对地位认同的效应独

立于收入、教育和职业等变量（Ｓｐｅｅｒ，２０１６）。 李骏通过分析上海多年

的抽样数据发现，资产对地位认同的影响越来越重要（Ｌｉ，２０１８）。 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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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上海社会的情况是一个缩影，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性。
在提出研究假设之前需要指出，过去一些关于地位认同影响因素

的研究往往缺乏家庭视角。 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对

个体的社会角色、地位认知以及诸多社会行为和态度有直接影响。 最

近有研究发现，配偶和父母的客观社会地位对本人地位认同存在显著

影响（许琪，２０１８）。 这说明在涉及地位认同的社会比较过程中，个体

不仅会考虑自己的状况，而且会基于家庭整体状况（特别是经济状况）
形成地位认知。 因此引入家庭视角是重要且必要的。 同时，经济学理

论表明，资产和收入存在互动关系：资产会带来收入，而收入又可以累

积为资产。 但资产和收入又存在明显区别：收入是流量，不具备时间维

度的特征，而资产是存量，包含了过去生活积累下来的不平等。 因此，
为了更好地区分家庭资产和收入对地位认同各自的净效应，本文同时

纳入这两个因素。 具体的假设如下：
假设 １ １：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家庭（绝对）收入越高，个体

地位认同越高。
假设 １ ２：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家庭（绝对）资产规模越大，

个体地位认同越高。

（二）相对地位视角与地位认同

相对地位视角的基础是社会比较理论。 比较国内外相对视角下的

地位认同研究可发现，社会比较理论衍生出了两个不同的分析视角。
西方研究侧重于从社会比较的对象（参考群体）分析地位认同问题，而
国内研究侧重于从社会比较的心理结果（相对剥夺感）分析地位认同

问题。 国内研究往往缺乏对参考群体的细致考量，并且忽略了参考群

体的社会结构意蕴，以至于参考群体只停留在研究者的想象中，而没有

被清楚地揭示出来。 概括而言，现有研究大致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可
能是由于社会转型凸显了社会生活在时间维度上的巨大变革，很多地

位认同研究更关心“与过去的比较”，对人们如何“与他人比较”关注不

足。 尽管个体与过去的比较确实是相对剥夺感的来源之一，而且对地

位认同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相对地位视角更重要的内涵是个体与

其所处结构中他人的共时性比较，这类地位认同研究目前比较鲜见。
第二，在部分研究中，“与他人比较”通常操作化为心理层面的测量（如
对社会公平程度的判断），缺乏严谨性。 相对地位视角需要了解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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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群体关系结构。 如果在操作化过程中忽略了个体所处的群体关

系和参考群体，直接采用心理层面的测量，最后就变成了两种心理要素

（例如公平感与地位认同） 之间的相关，有同义反复的可能（高勇，
２０１３）。 为了弥补既有研究在相对地位视角方面的缺陷，笔者将目光

投向社区及其成员。 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

会生活共同体，里面存在着个体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网络，且有对一套

共享价值、规范和意义的认同（Ｅｔｚｉｏｎｉ，１９９６）。 对个体而言，社区中的

面对面互动、相互熟悉的人群不仅是个体认知社会的基本场域和情景

区，而且是个体在社会中满足与否的基本定位点和参照对象（毛丹，
２０１０）。 因此，笔者认为社区成员应是个体建构地位认同时重要的参

考群体。 如果家庭收入或资产规模相对于社区其他成员处于领先位置

（亦即社区其他成员的家庭收入和资产规模相对较低），个体将产生较

高的地位认同，反之则会形成较低的地位认同。 具体的假设如下：
假设 ２ １：家庭收入在社区中的相对位置对个体地位认同具有显

著的正效应。
假设 ２ ２：家庭资产规模在社区中的相对位置对个体地位认同具

有显著的正效应。

（三）社区收入和资产差距的调节作用

国内学者目前较少考虑宏观层次变量的影响。 在为数不多的几项

研究中，陈云松和范晓光（２０１６）利用纵贯数据探索了人均 ＧＤＰ 增幅和

基尼系数对地位认同的影响，发现国家层面的基尼系数存在负效应，即
基尼系数越大的历史时期，国民整体的地位认同越向下偏移。 宋庆宇

和乔天宇（２０１７）发现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在经济发达地

区，教育、职业等客观地位指标对地位认同的影响更大。 笔者认为，除
了考察家庭收入和资产的效应外，有必要考察宏观层面变量对它们的

调节作用，以深化对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这两种机制的理解。
考虑到过去研究发现国家层面的收入差距可以调节收入对地位认

同的效应，笔者推测，社区层面的收入或资产差距也会产生调节作用。
关于这种调节作用的方向，过去国家层面的研究发现是收入基尼系数

越大，收入对地位认同的效应越大。 一方面，研究综述部分已经提及，
在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不同收入群体对自身地位的主观判断比较接

近，地位认同的变异程度较小，因而收入的效应很小甚至不显著；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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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边界较为清晰，前者的地

位认同会更加向上偏移，而后者更加向下偏移，从而增强了收入对地位

认同的效应。 另一方面，收入差距还可能会影响人们是否把收入作为

社会比较的指标。 在收入差距较小的社会中，收入变异程度很小，导致

失去了社会比较的意义；而在收入差距较大的社会中，人们更容易基于

收入进行社会比较，从而强化了收入与地位认同的关联。 基于上述两

个理由，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３ １：社区成员的收入差距越大，家庭收入对个体地位认同的

效应越大。
假设 ３ ２：社区成员的资产规模差距越大，家庭资产规模对个体地

位认同的效应越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以下简称 ＣＦＰＳ）。① 该调查

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从全国 ２５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下辖的 １６２ 个区（县）的 ６４９ 个村委会 ／居委会抽取

家庭户。 这些家庭户以及家庭中所有经济上有联系的家庭成员均为目

标访问对象。 本文使用第二轮追踪调查（即 ＣＦＰＳ２０１４）数据，该轮调

查对 １３９４６ 户家庭的 ３７１４７ 位 １６ 岁以上家庭成员进行了访问。 ＣＦＰＳ
设置了家庭经济问卷，由家庭最熟悉情况的成员填答，有详实的家庭消

费、收入和财产等经济信息。 更重要的是，ＣＦＰＳ 在每个社区内部抽样

时借助地理信息对家户进行了排序，从而使得同一社区所有被抽中的

家户对整个社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为笔者通过家户信息构造社区

层面变量提供了统计基础。
ＣＦＰＳ 数据库由六个子样本构成，分别为上海、辽宁、河南、甘肃、广

东五省（市）过度抽样构成的五个“大省”子样本以及由其他二十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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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构成的一个“小省”子样本。 五个“大省”子样本经二次抽样与

“小省”子样本合并后的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 由于本文需考察社区

层次的收入和资产状况，笔者删除了社区编号缺失的个案。 此外，由于

婚姻变化、子女经济独立等原因产生了派生家庭户，这些家庭若不在调

查最初抽取的社区中则会被赋予独立的社区编号，从而导致某些社区

包含的个案很少。 笔者删除了 ２０ 人以下的社区，以保证社区层次变量

的代表性。 本文最终使用的样本规模为 １８９３４ 人。

（二）变量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地位认同。 ＣＦＰＳ 问卷要求被访者用数字１ －
５ 评价自己“在本地的社会地位”，数字越大表示地位认同越高。 对于

缺失值，笔者首先用被访者在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中对应的回答进行替代，若仍

旧缺失，则用被访者回答的“家庭在本地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在本地

的位置”依次进行替代。 图 １ 是笔者分城乡社区对该变量进行的频数

统计。① 总体而言，城乡居民的地位认同具有明显的“趋中”特征，即认

为自己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占据大部分比例，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社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４）。

图 １　 城乡居民地位认同的分布（已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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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均占 ５０％左右。 但是，地位认同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城市

居民的地位认同呈现向下偏移的倾向，中下层认同的比例（１８ ９４％ ）
大于中上层认同的比例（１１ ２４％ ）；下层认同的比例更是比上层认同

的比例高出十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的地位认同则与之相反，中上层认

同的比例（１７ ４０％ ）大于中下层认同的比例（１４ ９４％ ）。 显然，农村居

民的地位认同高于城市居民，这与此前研究的发现一致（陈云松、范晓

光，２０１６；张翼，２０１１）。 这种现象表明，在考察中国民众的地位认同

时，要充分考虑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之间的差异。
２． 关键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

本文的四个关键解释变量是被访家户的绝对收入、绝对资产、相对

收入和相对资产。 绝对收入是指过去一年中家庭所有成员的工资性收

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的总和。① 绝对

资产是指家庭的净资产，包括耐用消费品价值、金融资产、生产性固定

资产、家庭总房产、土地资产的总和，再扣除家庭的房贷和其他金融负

债。 由于部分家庭的绝对资产为负数，笔者把该变量通过 ０ － １ 标准化

调整为 ０ － １００ 取值。 以上两个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减少模型

的异方差性。 相对收入的操作化方式是把每个社区的绝对收入由小到

大排序并生成序号变量（１，２，３…），然后把每个社区的序号变量分别

进行 ０－１ 标准化，使之统一为［０，１］取值，即为相对收入变量。 相对资

产也通过相同的步骤生成。 这两个变量的实际含义是家庭绝对收入或

资产在社区范围内的分位数，数值越大表示在本社区的收入或资产排

名越靠前。
本文的调节变量是社区的收入差距和资产差距，用基尼系数来衡

量。 基于同一社区被抽中的每户家庭的绝对收入和资产状况以及权

数，笔者通过 ＳＴＡＴＡ 统计软件的 － ｉｎｅｑｄｅｃｏ － 命令计算出每个社区的

收入基尼系数和资产基尼系数。
３． 其他协变量

本文涉及的其他协变量包括被访者的性别（男性 ＝ １）、年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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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已婚有配偶 ＝ １）、受教育年限、党员身份（中共党员 ＝ １）、就业状

态（在职 ＝ １）、社会经济地位指数（ＩＳＥＩ）、自评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的恩

格尔系数。 其中，性别、婚姻状态、党员身份和就业状态为虚拟变量；年
龄、受教育年限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为连续变量；自评健康状况是被访

者用数字 １ － ５ 评估的健康状况，数值越大表示越健康，视为连续变量。
除了以上这些个体层面的变量外，本文还控制了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该
变量通过 ＣＦＰＳ２０１４ 家庭数据库提供的两个综合变量（食品支出和家

庭总支出）相除得到。 以上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样本 城市子样本 农村子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个体层次变量

地位认同 ２ ９４ ０ ９９ １ ５ ００ ２ ７４ ０ ９４ ３ ０１ １ ００

性别（男性 ＝ １） ０ ４９ ０ ５０ ０ １ ０ ４８ ０ ５０ ０ ４９ ０ ５０

年龄 ４６ ４９ １７ １１ １６ １０４ ４６ ７３ １６ ８９ ４６ ４１ １７ １８

婚姻状态（已婚有配偶 ＝１） ０ ７８ ０ ４１ ０ １ ０ ７７ ０ ４２ ０ ７９ ０ ４１

受教育年限 ７ ０３ ４ ７１ ０ ２２ ９ １７ ４ ６０ ６ ３３ ４ ５３

党员身份（中共党员 ＝ １） ０ ０６ ０ ２３ ０ １ ０ １１ ０ ３１ ０ ０４ ０ ２０

就业状态（在职 ＝ １） ０ ６９ ０ ４６ ０ １ ０ ５５ ０ ５０ ０ ７４ ０ ４４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ＩＳＥＩ） ３１ ６０ １０ ８９ １９ ８８ ４０ １９ １０ ６５ ２８ ７８ ９ ３８

自评健康 ３ ０１ １ ２７ １ ５ ３ ０１ １ １８ ３ ００ １ ２９

家庭层次变量

绝对收入（对数） １ ５１ ０ ６９ ０ ６ １ １ ７３ ０ ６３ １ ４５ ０ ６９

绝对资产（对数） ２ ５９ ０ １５ ２ ４ １ ２ ６４ ０ １９ ２ ５７ ０ １３

相对收入 ０ ５３ ０ ２７ ０ １ ０ ５３ ０ ２８ ０ ５２ ０ ２７

相对资产 ０ ３５ ０ ２８ ０ １ ０ ３６ ０ ２８ ０ ３５ ０ ２８

恩格尔系数 ０ ３８ ０ ２０ ０ １ ０ ４３ ０ ２０ ０ ３７ ０ ２０

社区层次变量

社区类型（居委会 ＝ １） ０ ２５ ０ ４３ ０ １ — — — —

社区收入基尼系数 ０ ３９ ０ １０ ０ ０ ７７ ０ ３５ ０ １１ ０ ４０ ０ ０９

社区资产基尼系数 ０ ４４ ０ １０ ０ ０ ７３ ０ ４４ ０ １２ ０ ４４ ０ １０

个体样本量（Ｎ） １８９３４ ４６８０ １４２５４
家庭样本量（Ｎｆ） ７２７６ １９０８ ５３７４
社区样本量（Ｎｃ） ３５７ １０８ 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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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步骤与模型建构

本文的分析过程分为三步。 首先，将地位认同对绝对收入和资产

进行回归，以考察绝对收入和资产的效应，检验研究假设 １。 然后，将
地位认同对相对收入和资产进行回归，以考察家庭相对收入和资产的

效应，检验研究假设 ２。 最后，通过交互模型分别考察社区收入基尼系

数对绝对收入效应的调节作用、社区资产基尼系数对绝对资产效应的

调节作用，以检验研究假设 ３。 在模型建构方面，由于 ＣＦＰＳ２０１４ 是聚

类样本（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同一家庭的所有成员均入样，因此使用两层模

型设定（第二层为家庭），以控制未观测到的家庭特征的影响。 从因变

量阶层认同的描述性统计看，该变量基本服从正态分布，所以使用线性

模型进行拟合。 本文最终使用的模型为两层混合效应线性回归模型。

四、统计结果分析

（一）绝对收入和资产对地位认同的影响

笔者首先把地位认同对绝对收入和资产进行回归，表 ２ 分别展示

了全样本、城市子样本和农村子样本的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是全样本模型。 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性别、年龄、婚姻状

态、党员身份、就业状态、自评健康以及家庭恩格尔系数等对地位认同

存在非常显著的影响。 其中女性、年长者、已婚者、党员、在职者、自评

为健康的群体有相对更高的地位认同水平。 这些结果与以往研究一

致。 同时，家庭恩格尔系数的负效应非常显著，意味着家庭食品支出在

总支出中占比越低，个体就会有更高的地位认同水平，这在某种程度上

印证了消费对地位认同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与图 １ 呈现的结果一

致，社区虚拟变量的系数为负数，表明城市居民的地位认同显著低于农

村居民。

　 表 ２ 　 　 估计绝对收入和资产效应的两层混合效应线性回归模型

全样本 城市子样本 农村子样本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绝对收入（对数） 　 ０ ０８７∗∗∗

（０ ０１３）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４）
　 ０ １４８∗∗∗

（０ ０２７）
　 ０ ０９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６）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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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全样本 城市子样本 农村子样本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绝对资产（对数） 　 ０ ３４０∗∗∗

（０ ０６６）
　 ０ ４１７∗∗∗

（０ ０９６）
　 ０ ２４３∗∗

（０ ０８９）

男性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７３∗∗∗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７９∗∗∗

（０ ０１６）

年龄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已婚有配偶
　 ０ ０７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７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９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９５∗∗

（０ ０３３）
　 ０ ０７７∗∗∗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７∗∗∗

（０ ０２１）

受教育年限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中共党员
　 ０ ２９６∗∗∗

（０ ０３１）
　 ０ ２９２∗∗∗

（０ ０３１）
　 ０ ２４２∗∗∗

（０ ０４５）
　 ０ ２３６∗∗∗

（０ ０４５）
　 ０ ３２５∗∗∗

（０ ０４１）
　 ０ ３２４∗∗∗

（０ ０４１）

在职
　 ０ ０６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６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０）

ＩＳＥＩ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自评健康
　 ０ ０９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９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９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９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９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９３∗∗∗

（０ ００７）

恩格尔系数
－ ０ ２４１∗∗∗

（０ ０４２）
－ ０ ２３２∗∗∗

（０ ０４２）
－ ０ ３８８∗∗∗

（０ ０８２）
－ ０ ３５８∗∗∗

（０ ０８１）
－ ０ １８４∗∗∗

（０ ０４９）
－ ０ １８２∗∗∗

（０ ０４９）

居委会
－ ０ ２９７∗∗∗

（０ ０２２）
－ ０ ３０６∗∗∗

（０ ０２２）

常数项
　 ２ １４７∗∗∗

（０ ０５２）
　 １ ３２５∗∗∗

（０ １６７）
　 １ ７６７∗∗∗

（０ １１０）
　 ０ ７６４∗∗

（０ ２５４）
　 ２ １６５∗∗∗

（０ ０６１）
　 １ ５７５∗∗∗

（０ ２２５）

家庭层次方差 　 ０ ２３０∗∗∗ 　 ０ ２２８∗∗∗ 　 ０ ２２９∗∗∗ 　 ０ ２２３∗∗∗ 　 ０ ２３１∗∗∗ 　 ０ ２３０∗∗∗

家庭样本量 ７２７６ ７２７６ １９０８ １９０８ ５３７４ ５３７４

个人样本量 １８９３４ １８９３４ ４６８０ ４６８０ １４２５４ １４２５４

对数似然值 － ２５６４５ ７０ － ２５６３２ ４２ － ６１１２ ３８ － ６１０２ ９４ － １９５０１ ９５ － １９４９８ ２５

　 　 注：（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双尾检验）。 （２）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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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关注绝对收入和资产两个变量。 模型 １ 中绝对收入的系数为

０ ０８７（ｐ ＜ ０ ００１），表明绝对收入越高，则个体的地位认同越高。 模型

２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加入了绝对资产，系数为 ０ ３４０（ｐ ＜ ０ ００１），表明

绝对资产规模越大，则个体的地位认同越高。 基于城市子样本的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表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绝对收入和资产对城

市居民的地位认同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基于农村子样本的模型 ５ 和模

型 ６ 亦表明绝对收入和资产都具有正效应。 不仅如此，笔者还注意到，
在模型中增加绝对资产变量后，全样本和城市、农村两个子样本中绝对

收入的系数均有所减小，说明绝对资产部分解释了绝对收入的效应。
上述结果说明，忽略资产可能会使模型高估收入的效应。 总体而言，家
庭绝对收入和绝对资产对城乡居民的地位认同都具有积极影响，假设

１ １ 和假设 １ ２ 均得到验证。

（二）相对收入和资产对地位认同的影响

接下来，笔者把地位认同对相对收入和资产进行回归，表 ３ 分别

呈现了城乡两个子样本模型估计的结果。 首先关注城市子样本。
模型 １ 在表 ２ 模型 ４ 基础上加入了相对收入变量。 结果显示，绝对

收入的系数显著而相对收入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城市居民绝对收入

在社区中的相对位置不影响其地位认同。 同样，模型 ２ 在表 ２ 模型

４ 基础上加入了相对资产变量，其系数也不显著，说明城市居民绝对

资产在社区中的相对位置也不影响其地位认同，假设 ２ １ 和假设

２ ２ 并未在城市居民中得到验证。 农村子样本的模型估计结果与城

市子样本不同。 模型 ４ 在表 ２ 模型 ６ 基础上加入了相对收入变量，
其系数为正数且已接近 ０ １ 的显著性水平。 而且笔者尝试过用家庭

收入和社区平均收入的对数差构造相对收入变量，估计出的系数非

常显著，因此，基本可以认定农村居民相对收入越高，其地位认同越

高。 而模型 ５ 加入了相对资产变量，系数为 ０ １９５ 且在 ０ ００１ 水平

上显著，说明相对资产越高，则农村居民的地位认同越高。 换言之，
农村居民的地位认同明显与同社区（同村）其他家庭的收入和资产

状况有关：如果自己家庭的收入和资产规模大于同村其他村民，则
会形成较高的地位认同；如果自己家庭的收入和资产规模小于同村

其他村民，则会形成较低的地位认同。 假设 ２ １ 和假设 ２ ２ 在农村

居民中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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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估计相对收入和资产效应的两层混合效应线性回归模型

城市子样本 农村子样本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相对收入
－ ０ ０８７　
（０ ０９２）

－ ０ ０６２　
（０ ０９８）

０ １０４
（０ ０７４）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７９）

相对资产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６０　
（０ ０７６）

　 ０ １９５∗∗∗

（０ ０４５）
　 ０ １９８∗∗∗

（０ ０４８）

绝对收入（对数） 　 ０ １３１∗∗

（０ ０４５）
　 ０ １００∗∗∗

（０ ０２９）
　 ０ １２３∗∗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５３

（０ ０３２）

绝对资产（对数） 　 ０ ４０１∗∗∗

（０ ０９７）
　 ０ ４８８∗∗∗

（０ １１７）
　 ０ ４６２∗∗∗

（０ １２４）
　 ０ ２６４∗∗

（０ ０９１）
－ ０ ００６　
（０ １０６）

－ ０ ０１２　
（０ １１３）

男性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７９∗∗∗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７９∗∗∗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７９∗∗∗

（０ ０１６）

年龄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已婚有配偶
　 ０ ０９６∗∗

（０ ０３３）
　 ０ ０９６∗∗

（０ ０３３）
　 ０ ０９７∗∗

（０ ０３３）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７∗∗∗

（０ ０２１）

受教育年限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中共党员
　 ０ ２３５∗∗∗

（０ ０４５）
　 ０ ２３６∗∗∗

（０ ０４５）
　 ０ ２３５∗∗∗

（０ ０４５）
　 ０ ３２４∗∗∗

（０ ０４１）
　 ０ ３２３∗∗∗

（０ ０４１）
　 ０ ３２３∗∗∗

（０ ０４１）

在职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６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６６∗∗∗

（０ ０２０）

ＩＳＥＩ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自评健康
　 ０ ０９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９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９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９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９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９１∗∗∗

（０ ００７）

恩格尔系数
－ ０ ３５５∗∗∗

（０ ０８１）
－ ０ ３５５∗∗∗

（０ ０８１）
－ ０ ３５４∗∗∗

（０ ０８１）
－ ０ １７９∗∗∗

（０ ０４９）
－ ０ １６８∗∗∗

（０ ０４９）
－ ０ １６８∗∗∗

（０ ０４９）

常数项
　 ０ ７９８∗∗

（０ ２５７）
　 ０ ５９６∗

（０ ３０１）
　 ０ ６５５∗

（０ ３１５）
　 １ ５１８∗∗∗

（０ ２２９）
　 ２ １４６∗∗∗

（０ ２６０）
　 ２ １６１∗∗∗

（０ ２７７）

家庭层次方差 　 ０ ２２２∗∗∗ 　 ０ ２２２∗∗∗ 　 ０ ２２２∗∗∗ 　 ０ ２３０∗∗∗ 　 ０ ２２８∗∗∗ 　 ０ ２２８∗∗∗

家庭样本量 １９０８ １９０８ １９０８ ５３７４ ５３７４ ５３７４

个人样本量 ４６８０ ４６８０ ４６８０ １４２５４ １４２５４ １４２５４

对数似然值 － ６１０２ ５０ － ６１０２ ３９ － ６１０２ １９ － １９４９７ ２５ － １９４８８ ８９ － １９４８８ ８７

　 　 注：（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双尾检验）。 （２）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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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子样本的模型中控制相对收入或相对资产

后，绝对收入或绝对资产的系数均不再显著，这说明农村居民绝对收入

和资产对地位认同的正效应完全被相对地位机制所解释，即高收入或

高资产的农村居民之所以具有更高的地位认同，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在

社区中占据相对优势地位。 相对地，城市子样本的模型则表明绝对地

位机制主导着城市居民地位认同，相对地位机制作用不大。 认同机制

的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城市居民的地位认同会明显低于

农村居民。 前文提到，绝对地位机制是基于收入、资产等表征客观社会

地位指标的全局社会比较，相对地位机制是一种建立在日常人际网络

基础上的局部社会比较。 绝对地位机制更容易使地位认同向下偏移存

在两点原因，第一，全局社会比较没有明确的社会边界，以抽象状态存

在的“富人”往往会让人感到强烈的差距，从而降低自身的地位认同。
第二，全局社会比较以收入、资产等诸多市场要素为基础，多数人总能

在某个维度要素中感受到弱势地位（高勇，２０１３）。 笔者据此推测，越
是在绝对地位机制发挥作用、进行全局比较的情境中，地位认同的分布

就越接近收入或资产的偏态分布，越是在相对地位机制发挥作用、进行

局部比较的情境中，由于人们的日常交往具有选择性和同质性，地位认

同的分布就越接近正态分布。①

相对地位机制为什么在城市居民中失效了？ 或者说为什么城市居

民没有把社区成员作为参考群体？ 笔者试图从城市和农村社区人际关

系特征的差异中寻求解释。 借助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的“共同

体 ／社会”这对具有传统—现代意义的理想类型，笔者认为，农村社区

仍保留着较多“共同体”特征，人际关系建立在血缘、地缘等传统纽带

基础上。 尽管现代化和商品经济的冲击正在不断地改变着农村的血缘

和地缘关系，但是几千年来农耕文化孕育的传统人格和社会行为模式

并不会即刻消失（周晓虹，１９９８）。 而城市社区更多地呈现出“社会”的
特征，人际关系建立在契约纽带上。 城市社区中超越家庭的传统共同

体形式消失，邻里关系更加松散。 人们的关系网络也不再建立在社区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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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推测可以解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的地位认同

分布差异。 ＣＧＳＳ 要求被访者评估自己在“全社会”的位置，是一种全局比较，而 ＣＦＰＳ 要

求被访者评估自己在“本地”的位置，是一种相对局部的比较，所以 ＣＧＳＳ 数据的地位认

同比 ＣＦＰＳ 数据表现出更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 ＣＧＳＳ 数据的地位认同变量分布可参见

陈云松、范晓光（２０１６）。



中，而变得更加具有个人选择性（贝克，２００４）。 滕尼斯（１９９９：９５）非常

准确地概括了农村和城市社区在人际纽带方面的区别：在共同体里，尽
管有种种分离，但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结合，仍然保

持着分离。 因此，只有在共同体特征较为明显的农村社区，社区成员作

为参考群体才对地位认同有显著影响，相对地位机制才能发挥其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地位认同的社会情境性”命题。 所谓

“地位认同的社会情境性”，是指建构地位认同的过程附着于具体的社

会情境中。 不同情境中人际纽带不同、对参考群体的定义不同，地位认

同的形成过程也会随之不同。 例如，城市社区人际关系松散、心理边界

模糊，因此社区成员不是城市居民的参考群体，无法影响城市居民的地

位认同；而农村社区人际关系紧密、心理边界清晰，因而社区成员是有

效的参考群体，可以对地位认同产生影响。 该命题亦表明，相对地位机

制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 在共同体中，相对地位机制有很强的解释力，
甚至可以替代绝对地位机制；而在人际关系松散的社群中，相对地位机

制则不具备很强的解释力。

（三）社区收入和资产差距的调节作用

最后，笔者分析社区收入和资产差距如何调节绝对收入或资产的

效应。 表 ４ 展示了分城乡子样本的交互模型的估计结果（绝对收入和

绝对资产变量均已对中）。 基于城市子样本的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中两个

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对城市居民而言，家庭绝对收入和资产的

效应并不会随着社区收入或资产差距的变化而变化。 这恰好印证了前

文的观点，即社区成员不是城市居民的参考群体，因此社区的收入或资

产差距不会产生调节作用。 基于农村子样本的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中两个

交互项的系数均为负数且统计显著，表明农村社区收入基尼系数越高，
家庭收入的效应越低；社区资产基尼系数越高，家庭资产的效应越低。
简言之，在收入或资产差距越大的农村社区，家庭收入和资产对地位认

同的效应越小。① 从表 ４ 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假设 ３ １ 和假设 ３ ２ 并

未得到验证，而且农村子样本的情况与假设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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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也曾根据社区收入和资产基尼系数的大小将样本划分为若干规模相等的子样本进

行分段回归，结果表明在农村子样本中，家庭收入和资产的系数确实在基尼系数较高的

情况下更小。 城市居民中并不存在这种趋势。



　 表 ４ 　 　 估计社区收入和资产差距调节效应的两层混合效应线性回归模型

城市子样本 农村子样本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绝对收入 ×
社区收入基尼系数

－ ０ ３８６
（０ ２１０）

－ ０ ２６４∗

（０ １３１）

绝对资产 ×
社区资产基尼系数

０ ５７９
（０ ６１７）

－ ２ ２０８∗∗

（０ ７３９）

绝对收入（对数） ０ ２６７∗∗

（０ ０９０）
０ ０９４∗∗

（０ ０３０）
０ １８９∗∗

（０ ０５９）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７）

社区收入基尼系数
　 ０ ５８３∗∗∗

（０ １６６）
０ ３０２∗∗

（０ １１０）

绝对资产（对数） ０ ３１１∗∗

（０ １１１）
０ ０２９

（０ ３３２）
　 ０ ３４８∗∗∗

（０ ０９９）
　 １ ４７４∗∗∗

（０ ３９０）

社区资产基尼系数
－ ０ １８４

　 （０ １３９）
－ ０ ３４０∗∗∗

（０ １０２）

社区平均收入（对数）
－ ０ ０７４

　 （０ ０７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６８）
－ ０ ０８６∗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７７∗

（０ ０３９）

社区平均资产（对数）
０ ２８５

（０ １９３）
０ ２６７

（０ １９７）
－ ０ １６０

　 （０ １９４）
－ ０ １５４

　 （０ １９３）

男性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７８∗∗∗

（０ ０１６）

年龄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１）

已婚有配偶
　 ０ ０９４∗∗

（０ ０３３）
　 ０ ０９６∗∗

（０ ０３３）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１）

受教育年限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中共党员
　 ０ ２３９∗∗∗

（０ ０４５）
　 ０ ２３６∗∗∗

（０ ０４５）
　 ０ ３２０∗∗∗

（０ ０４１）
　 ０ ３２２∗∗∗

（０ ０４１）

在职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０）

ＩＳＥＩ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自评健康
　 ０ ０９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９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９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９１∗∗∗

（０ ００７）

恩格尔系数
－ ０ ３２７∗∗∗

（０ ０８２）
－ ０ ３６３∗∗∗

（０ ０８１）
－ ０ １８０∗∗∗

（０ ０４９）
－ ０ １６６∗∗∗

（０ 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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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因变量：地位认同
城市子样本 农村子样本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常数项
　 １ １３１∗

（０ ４６６）
　 １ ３５５∗∗

（０ ４７３）
　 ２ ７１２∗∗∗

（０ ４７２）
　 ２ ９５３∗∗∗

（０ ４６０）

家庭层次方差 　 ０ ２１９∗∗∗ 　 ０ ２２１∗∗∗ 　 ０ ２２８∗∗∗ 　 ０ ２２８∗∗∗

家庭样本量 １９０８ １９０８ ５３７４ ５３７４
个人样本量 ４６８０ ４６８０ １４２５４ １４２５４
对数似然值 － ６０９５ ０３ － ６１００ ５５ － １９４８６ ７０ － １９４８３ ８８

　 　 注：（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双尾检验）。 （２）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

如何理解社区层面的收入 ／资产差距对绝对收入 ／资产的调节效应

与国家层面相反的状况？ 以收入为例，笔者认为，在分析国家层面收入

差距的调节效应时，绝对地位机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绝对地位机制

会使得地位认同的分布向下偏移。 全社会收入差距越大（也就是收入

分布的偏度越大），那些中低收入群体就越容易感受到强烈的不平等，
从而使地位认同向下偏移的程度越大。 如图 ２（ａ）所示，假设 Ｂ 国收入

差距大于 Ａ 国，则 Ｂ 国的低收入群体地位认同将向下偏移，其后果就

是导致 Ｂ 国的回归线（ＬＢ）的左端较 Ａ 国（ＬＡ）向下移动，形成较大的斜

率。 所以国家层面的收入差距越大，收入的效应越大。

图 ２　 收入和资产差距调节作用示意图

而在分析社区层面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时，相对地位机制具有更

强的解释力。 由于社区共同体具有相对明确的社会边界，此时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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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比较具有较高效度，社区成员比较容易判断自己在社区中的相对

位置。 每个社区的相对低收入者都会映射到较低的地位认同，相对高

收入者会都映射到较高的地位认同。 如图 ２（ｂ）所示，甲和丙分别是 Ａ
社区和 Ｂ 社区的收入最低者，他们的地位认同均为 ｐ，乙和丁分别是 Ａ
社区和 Ｂ 社区的收入最高者，他们的地位认同均为 ｑ。 显然，收入差距

较小的 Ａ 社区的回归线（ＬＡ）斜率要大于收入差距较大的 Ｂ 社区的回

归线（ＬＢ）斜率。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在收入差距较小的社区中，一定

程度的收入变化将会极大地改变个体在社区中的相对位置，导致收入

的效应比较大；而在收入差距较大的社区，一定程度的收入变化很难影

响个体在社区中的相对位置，所以收入的效应比较小。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 ＣＦＰＳ２０１４ 数据探讨了家庭收入和资产对当代城乡居民

地位认同的影响。 在绝对地位和相对地位的视角下，笔者发现，首先，
家庭绝对收入和资产对城乡居民的地位认同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国内

研究长期忽视了资产的作用，很可能导致高估收入的效应。 其次，家庭

收入和资产在居住社区范围内的相对位置（即相对收入和资产）对地

位认同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这一规律仅在农村社区成立。 最后，居住

社区的收入和资产不平等状况会调节家庭绝对收入和资产的效应。 越

是在不平等的社区，绝对收入和资产对地位认同的正效应越小，但该规

律也仅存在于农村社区。 基于上述发现，笔者提出“地位认同的社会

情境性”命题，指出建构地位认同的过程附着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
只有在人际关系更紧密、心理边界更清晰的社区中，社区成员才是有效

的参考群体，进而通过相对地位机制影响地位认同以及社区不平等的

调节作用。 本文的贡献在于将以往存在于研究者想象中的参考群体具

象化，从而揭示出农村居民以同村村民为参考群体建构地位认同的过

程。 未来考察不同群体地位认同和其他社会心理差异时，要充分考虑

他们各自所在的社会情境差异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参考群体差

异，这将为理解人们的主观世界提供富有社会学想象力的思考。
在某种程度上，资产既包含了父辈延续下来的不平等，又包含了个

体过去生活积累的不平等，因而具有比收入、教育等分层指标更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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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 作为过去父辈和自己积累的财富，资产无需劳动即可自我增长，
这对地位认同乃至社会阶层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纳入了家庭

资产变量，综合考察了家庭收入和资产对城乡居民地位认同的影响。
与过去研究一致，家庭收入和资产对城乡居民地位认同都具有正向影

响。 而且家庭资产的效应独立于家庭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家庭资产

对城市和农村居民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对城市居民而言，随着金融、证
券、资本和住房等领域改革的深入，城市家庭之间的资产差距日益扩

大，包括房产在内的资产正成为界定个体客观阶层位置的重要指标，对
地位认同的影响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提升。 对农村居民而言，房产、田
地等外显的家庭资产一直是他们社会地位的象征和用以社会比较的指

标。 这也能部分解释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的现象：农民外出务工

赚钱后会选择回家新建或翻建农居房，即便他们并不会长期居住其中，
但因为资产的富足能够让农民在社区中拥有更高的相对位置，从而获

得更多地位满足感。 农民的意义世界扎根于村落共同体中。
本文也呼应了学界围绕共同体的一些讨论。 虽然有些学者曾经提

到农村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和村落共同体的衰落问题（阎云翔，２０１２；项
继权，２００９），但就地位认同的建构过程而言，农村社区的共同体色彩

仍比城市社区更浓厚，农民仍与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共同体有密切联

系。 相反，城市社区则不具备浓厚的共同体色彩，或者说失去了共同体

的意义（桂勇、黄荣贵，２００６；李强，２０１９）。 尽管城市具有更强的流动

性，在市场机制和个体自主选择的作用下产生了居住隔离和居住空间

阶层化现象，但是相似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并没有使他们产生有意义的

交往和社会联结。 城市社区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和行政管理上的概

念，并不是社区成员认同感、归属感的来源和建构地位认同的场所。 在

社会学家笔下，共同体通常是现代人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

界，它是一个温暖、舒适、安全以及充满人际互惠的场所（鲍曼，２００３）。
从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拥有更高的地位认同、更强的幸福感以及对社

会不平等的反应更为和缓等社会事实来看，共同体对个体的社会认知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罗楚亮，２００６；怀默霆，２００９）。 因此，如何使身处

现代性中的城市居民形成更积极的心理感受和体验，社区共同体的重

建可能是重要的切入点。
贝克认为，反思现代化消解了工业社会中的制度和集体意识，使得

人们不再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转而将自己视为生活世界的核心。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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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业社会的一项制度，阶级也不再占据优势地位，人们可以置身于阶

级之外。 但贝克提出的“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命题以及类似的“阶级

死亡”命题和“碎片化论”并没有得到西方经验研究的支持（贝克尔、哈
贾尔，２０１６）。 本文也表明，不管是通过绝对地位机制还是相对地位机

制，收入、财富等与阶级阶层相关的指标依然参与并且以一种结构性的

力量制约着城乡居民地位认同的建构过程。 不仅如此，有学者发现在

市场转型背景下，城市居民地位认同的参照系越来越倚重收入、职业等

与市场机遇有关的要素，地位认同非但没有与传统的客观阶级结构相

分离，反而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受到后者越来越大的影响 （高勇，
２０１３）。 当然，在变动不居的社会里，基于时间截面的研究总是稍显单

薄。 家庭收入和资产的相对重要性呈现何种变化趋势？ 村落共同体对

农村居民地位认同的影响是否逐渐式微？ 有效的社区治理是否能让城

市居民向趋中地位认同靠拢？ 本文尚未涉及的这些议题未来需要进一

步诊断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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